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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上，党中央在延安的 13

年永远是一个催人奋进、引人深思的时期。毛泽东曾说：“陕

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

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

是从这个地方转的。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

在纪念建党 100 周年之际，记者再次踏上这块曾经令全世界

惊奇、令无数进步人士神往的黄土地，回望那颗曾经照亮神州

大地的“红星”，其光其芒，穿越历史，扑面而来。

吴起镇——并非偶然的“落脚点”

1937年 10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一本名为《红

星照耀中国》的小册子在英国伦敦出版。短短一月间，此书先

后发行五版。从此，来自中国西北一角的那颗“红星”吸引了全

世界的目光。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主力陆续进驻吴

起镇。吴起县党史专家马广千介绍，党中央在这里的 13 天

里，开了 7次会，打了 4次仗；由彭德怀指挥的“切尾巴”战斗，

彻底击溃尾随而来的国民党骑兵部队。捷报传来，毛泽东欣

然赋诗：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至此，该支队主力历

经 367 天、纵横 11 省、行程 25000 里的长征，正式在吴起镇画

上句号。

马广千说，虽然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并非事先安排

好的，但认真研究就会发现，这却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一是党中

央行军大方向决策正确。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针对

张国焘南下分裂的企图和危害，9 月 9 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

议，决定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连夜北上；12日，党中央召开

政治局扩大会，明确放弃“川陕甘计划”，决定打到甘东北或陕

北进行游击战，以便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帮助，创建革命根

据地。二是陕甘苏区革命环境基础好。9月20日，陕甘支队抵

达甘肃哈达铺，从几份旧报纸上获悉陕北有红军、有苏区的

消息后，毛泽东兴奋地说，我们“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

的红军”“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前进的阵

地”。马广千说，党中央和毛泽东长征途中机动灵活的方

向性决策与当时全国唯一保留下来的陕甘根据地较好的

革命基础，这两者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时代际会，对中

国革命的胜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堪称“水到渠成”。

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源地”

走进延安市子长市，车水马龙的商贸气息扑面

而来。很少有人知道，早在 80 多年前，这里就曾经

诞生过陕北苏区的第一个“市”——瓦窑堡市。

“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当毛泽东在瓦

窑堡作出这一预判时，波澜壮阔的全民抗战“新局

面”已然在这个深藏于陕北大山褶皱里的小镇上

策动了。1935年冬，带着直罗镇战役大捷的征尘，

著名的瓦窑堡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秀延河畔的田家

院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周恩来、王

稼祥、博古、刘少奇、张浩等 13 人与会。据党史

记载，瓦窑堡会议从 12 月 17 日开到 25 日，九天

时间里，会议结合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最新精神

和国内民众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批判了党内

“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要结成最广泛的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为全国民众指明了抗日救国的方

向；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

议》等重大决策，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

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

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

子蒋介石”。瓦窑堡会议旧址纪念馆馆长徐宏伟

说：“会议宣布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

维埃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在党的决议中，把党的

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2 月

27 日，毛泽东为贯彻会议精神所做的《论反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

略方针做了更为深入透彻的阐述。这是中国共

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的纲领性文献。为

实现由土地革命到全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折

奠定了牢固基础。”

在不足12平方米的窑洞里，一面土炕几

乎占去三分之一的空间；两张八仙桌拼起来

的会议桌旁围着六条长凳。驻足旧址，85

岁的党史专家王志厚引用毛泽东在会议

期间给彭德怀的电文：“这真是一次很

好的讨论。”王志厚说，毛泽东所说

的“很好”，不仅指会议的成果，也

是对“严肃、激烈、真诚”的会议气氛有感而发。

强大、高效的执行力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迅速走向

壮大的又一利器。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白区工作委员会，主

攻围困陕北的国民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此后

短短半年多，几乎每个月，三方都分别有关键人物的秘密会

谈。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1936年 4月 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的延

安之约。陕西省党史研究会副会长袁武振说，在这次长达 6

小时的历史性会谈中，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共

识。因此，进入 1936 年秋天后，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之间

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

并着手酝酿发动“西北大联合”。“这些都为 1936年 12月的‘西

安事变’的发生、和平解决并最终形成国共合作的全面抗战大

局奠定了基础。”

延河宝塔——中流砥柱 圣地热土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枣园、杨家

岭、王家坪……穿行在鳞次栉比的延安革命旧址之间，诗人

贺敬之那首魂牵梦萦之作将记者的思绪带到激情燃烧的峥

嵘岁月。位于凤凰山麓半坡的一栋窑洞式四合院，是 1936

年 12 月 18 日中共和平接管延安后，毛泽东的第一个落脚

处。著名的《矛盾论》《实践论》和《论持久战》等著作都诞生

在这里。旧址讲解员说，收录在《毛选》前四卷中的 140 多篇

文章中，有 112 篇在延安完成，其中 16 篇写于凤凰山麓。在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系列理论创新的指导下，延安在民族抗

战中“中流砥柱”的地位日益凸显。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后，陕北红军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十八集团

军开赴抗日前线、挺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

地，开展独立自主游击战争。在抗日前线，八路军浴血奋

战，平型关大捷、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雁门关大捷、百团大

战……捷报频传，振奋全国。

据袁武振介绍，从 1938 年至 1945 年八年间，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逐年分别是：59%、62%、

58%、75%、63%、58%、64%、69%。数据充分表明，敌后战场逐

步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人民抗日武装逐步成为全国抗战

的主力，促使中国度过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并逐渐成为战略

反攻阶段的决胜力量。到 1945年年底，共歼灭日伪军近 40万

人，收复县以上城市 250 余座，收复华北、华中和华南大片国

土，并协同苏军解放东北全境，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小米加步枪”是延安岁月最生动的写照。1937年，随着

全面抗战局面的形成，经过与国民党政府的多次谈判，当年 9

月 6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从此开启了由苏维埃制

向抗日民主制全面转变的民主改革和民主建政时期。

在边区政府旧址，窑洞里的历史遗迹、老照片和数据图表

为后人勾勒出一个遥远而清晰的抗日民主政权形态，“三三制”

制度创新、先后三次的三级边区民主选举以及工会、青年救国

会、妇联、战地服务团、抗敌互济会等抗日根据地民主改革和大

量群众性团体的集中涌现，令 80多年前“只见公仆不见官”的

圣地延安形象跃然眼前。延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建满

说，经济建设是边区政府的重任。大生产运动期间毛泽东发表

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以及党中央开展

的减租减息等一系列经济政策，不仅解了当时的燃眉之急，也

为我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治理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边区政府旧址窑洞里，一张“陕甘宁边区生产发展统计

表”吸引了记者的目光：1938年至 1945年，边区耕地增加 1.44

倍、粮食产量增加 1.32 倍、牛羊驴等存栏增幅均在 2.5 倍以

上。胡建满说，这样的发展速度放在今天当然不算快，但在当

时严峻的环境条件下，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胡建满介绍，抗

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处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

顽固派双重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下，1940 年，蒋介石不仅

停发八路军军饷，还调集 50多万军队对边区形成了五道包围

封锁线。正如毛泽东所说，“困难真是大极了！”“是饿死呢？

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党中央的回答是：“自己动手，丰

衣足食。”于是，一场大生产运动在延安的山川峁峦间展开。

距宝塔山 40多公里的南泥湾，如今是延安市南泥湾开发

区。依托丰厚的红色文旅和现代农业资源，这里已成为陕甘宁

区域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当年的南泥湾堪称抗战时期

的‘开发区’。”南泥湾开发区管委会发展规划部副部长吴雄

说。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挺进荆棘遍地的荒芜之地。吴雄

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南泥湾精神

至今仍然是激励我们新时代开发区人的宝贵财富。据记载，进

驻头一年，全旅收获粮食 16万公斤；到 1944年，不仅粮食全部

实现自给，还给边区政府上交大量公粮。昔日“烂泥湾”变身

“米粮川”。作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南泥湾经验迅速在边

区和各个根据地推广开来；中央领导都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

泽东种菜、朱德捡粪、周恩来纺线等故事一时传为美谈。

杨家岭——党建工程的重大“坐标”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门前一侧，镌刻着党的一

大至六大简况的六方巨石由远及近，直抵门前。

移步礼堂内，瞻仰保存至今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党代会

会场陈设特别是主席台上方高悬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

前进”横幅，记者似乎听到755名党代表纷至沓来的脚步声。

1945 年 4 月 23 日开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整

整持续了50天。预备会期间，毛泽东追述了党成立以来24年

的奋斗史。开幕当天，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做了“论联合

政府”的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郑重提出了中国人

民强烈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

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目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教

授霍静廉说，原定会期较短，可是当与会代表在听了毛泽东所

做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后，反映理解

消化时间不够，纷纷要求延长会期。如此，七大就成了党的历

史上会期最长、举行全体会议最多、大会发言人数最多的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此外，大会还修改了党章并选举产生了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七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实际和

形势任务以及党员队伍状况等，完全独立自主制定的一个全

新的较为完备的党章。”霍静廉说，七大最辉煌的成果是明确

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党章中。“自此以后，

我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思想上、政

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新民主

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

“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大会的路线指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

命路线必然要失败”。事实验证了毛泽东在七大闭幕时作出

的豪迈预判，党的七大结束后仅两个多月，日本宣布投降；此

后党中央又在延安窑洞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指挥了规

模最大的解放战争”。袁武振说，党中央在陕北和延安的 13

年，是中国共产党由幼稚走向成熟壮大的最关键时期。“首次

准备召开七大的 1937 年，全国只有党员五六万人，七大召开

时，党员数量已达到 121 万人；1948 年 3 月 23 日，党中央离开

延安转战陕北；13个月后占领南京，一年半之后，毛泽东在北

京天安门宣布新中国成立。”

革命圣地照亮神州
本报记者 张 毅

图① 在党的七大旧址，墙上

镌刻着的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中的

一句话。

图② 山青水碧的宝塔山延河

水。

图③ 陕甘宁边区政府旧址。

本报记者 张 毅摄

在延安战斗生活过的著名作家柳青曾说，人生的路很长，

但紧要处只有几步。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党中央在延

安时期的峥嵘岁月恰如人生之路的关键“几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和排除万难

的执行力，于艰难困苦之中奋勇担当，在领导全国军民夺取全

民抗战和解放战争伟大胜利的伟大实践中，完成了一个百年大

党从步履蹒跚向步稳蹄疾的精彩转身；为中国共产党成功执

政、中国社会进步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了最重要、最坚

实的“奠基”，也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延安精神这一取

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作为一位伟

大的战略家，毛泽东曾反复说过这句话。这句话不仅为记者厘

清了采访逻辑，也引发记者与诸多党史专家深入讨论和思考：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为什么行？”

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延安时期，形成了以毛泽东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理想信念是旗帜是灯塔，但关键时

期，举旗人、擎灯者更加不可或缺。

有一套科学的理论指导。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事求

是，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最终探索形成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有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邓小平曾指出，在抗日战争这

场以劣胜优的战争中，我们成功的主要秘诀，是因为“有一个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具体表现就是，科学审视、巧妙

造势、相机夺势。

有一颗“人民至上”的初心。延安时期，革命大业反败为胜

由弱变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最广大”的支持。民心向背是

战争胜负和事业兴衰的决定性因素。

回望来路 砥砺初心
张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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